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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内生型产业发展的社会效应
———基于浙江诸暨山下湖镇珍珠产业的考察

钱 坤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南京

 

210037)

  摘 要:
 

地方产业是乡村发展和振兴的重要基础,但内生型产业长期发展的社会效应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文章

基于浙江诸暨山下湖镇珍珠产业的深度案例研究,剖析地方内生型产业塑造地方社会的机制与路径。研究发现,地
方内生型产业通过三重核心机制塑造了“结构完整的阶层分化社会”:一是个体市场机会供给机制,地方产业提供充

沛的市场机会,培育个体创业意识,实现劳动力全年龄段吸纳,形成“创业导向”的行动逻辑;二是家庭资源积累机

制,地方产业显著提升家庭资源积累能力,重塑了以“工—商”结合为核心的家计模式、良性代际关系及向上流动的

发展型家庭再生产;三是社会阶层分化机制,市场竞争引致经济分化并推动社会分层。文章从产业和经济的视角揭

示了地方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有助于深化对地方“经济—社会”互构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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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l
 

industries
 

serve
 

as
 

a
 

critical
 

foundation
 

for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yet
 

the
 

social
 

effects
 

of
 

long-term
 

endogenou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main
 

under-explored.
 

Based
 

on
 

an
 

in-depth
 

case
 

study
 

of
 

the
 

pearl
 

industry
 

in
 

Shanxiahu
 

town,
 

Zhuji,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through
 

which
 

local
 

endogenous
 

industries
 

shape
 

local
 

societi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such
 

industries
 

forge
 

a
 

"structurally
 

intact
 

yet
 

stratified
 

social
 

morphology"
 

through
 

three
 

core
 

mechanisms:
 

(1)
 

the
 

individual
 

market
 

opportunity
 

provision
 

mechanism—by
 

supplying
 

abundant
 

market
 

opportunities,
 

local
 

industries
 

cultivate
 

entrepreneurial
 

consciousness,
 

enable
 

all-age
 

labor
 

absorption,
 

and
 

foster
 

an
 

entrepreneurship-oriented
 

logic
 

of
 

action;
 

(2)
 

the
 

household
 

resource
 

accumulation
 

mechanism—local
 

industries
 

significantly
 

enhance
 

household
 

resource
 

accumulation
 

capacity,
 

reshaping
 

household
 

livelihood
 

models
 

centered
 

on
 

"industrial-commercial
 

integration",
 

benig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al
 

family
 

reproduction
 

for
 

upward
 

mobility;
 

(3)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mechanism—market
 

competition
 

induces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and
 

drives
 

social
 

stratification.
 

By
 

interpreting
 

loc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lenses,
 

this
 

study
 

uncovers
 

endogenous
 

dynamics
 

of
 

societal
 

change,
 

thereby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y-society"
 

co-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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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并发生

深刻转型,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呈现出不同样态。从

区域差异的视角看,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口向

城市和东部地区流动,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长年

在异地生活,使得乡村社会逐步异化为“无主体熟人

社会”[1],建立在共同的地缘、血缘关系之上的熟人

社会逐步瓦解,乡村社会也演变为“半熟人社会”[2]。
中西部地区农村因人口大量外流而呈现“空心化”的
样态,外出的流动人口在市场机会充沛的发达地区

因市场获利能力的不同而出现了村庄外的经济分

化。东部发达地区工业化、产业化进程加快且大量

外来人口流入,本地农民可以就近便利地获取市场

就业机会,地方社会的阶层高度分化并呈现“村庄里

的分化”“富人在村”和“上层农民规模大”等特点[3]。
围绕乡村社会的深刻转型,学者们主要从“社

会”和“产业”两个维度分别阐释。乡村社会转型研

究聚焦于乡村社会基本性质的变化,即“熟人社会”
解体后的社会性质与形态,“离土中国”[4]、“城乡中

国”[5]等概念便是对此的理论概括,但其表述对象多

为中西部农村。此外,学者也关注到经济分化带来

的社会分层,农村社会阶层已显著分化,各阶层在社

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等方面差异明显[6]。
而区域差异又使得农民阶层分化程度呈现不平衡

性[7]。我国东部地区因市场经济机会充裕,社会分

化程度高于中西部,成为相关研究的重点。乡村产

业发展研究则始于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

带动的农村工业化进程的探讨,其间“苏南模式”[8]

等乡村工业化模式在实践中不断涌现。当时中国乡

镇企业的成功似乎印证了费孝通的判断,即中国乡

村产业会走出“一条与西方工业化迥然不同的道路,
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

道路”[9]。
实际上,乡村经济(产业)发展与社会变迁构成

系统整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互相影响、相互建

构的关系。长期以来,学界更加关注乡村产业发展,
学者们力图超越经济学范式,从社会视角阐释其社

会基础。例如,对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乡镇

企业“异军突起”的原因,有学者将其归因于乡镇企

业与乡土社会的紧密联系[10];也有学者通过分析浙

江乡村来料加工产业,发现其生产过程深度“嵌入”
乡土社会,而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与社会伦理使其

生产管理成为可能[11]。但对于乡村产业长期发展

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与塑造,相关研究却较少,其内在

机制仍需厘清。本文试图通过对浙江省诸暨市山下

湖镇珍珠产业与社会形态的深度考察,厘清地方产

业发展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机制与塑造路径,揭示地

方社会变迁的动力。

一、乡村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角色与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

转轨,乡村产业随之起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

期前,乡镇企业曾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而后,随着乡镇企业大规模转制,中西部乡村产

业发展渐缓,东部则凭借地域与市场区位优势,推动

乡村产业持续转型,成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学界对乡村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沿两条路

径展开:一是探讨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与作用,厘清

“政府—市场”关系;二是探究其社会基础,厘清“市
场—社会”关系。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产业的关系是产业发展研

究的核心维度。政府在市场的构建与维系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12]。有学者用“官场+市场”理论解释中

国特色经济增长机制及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13]。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源于“中央-
地方”财政分权赋予地方政府的极大自主性:地方政

府为在横向竞争中胜出,大举兴办乡镇企业[14],甚
至出现“逼民致富”现象[15]。进入21世纪以来,地
方政府打造辖区产业成为普遍现象,这是其基于产

业发展制度安排与激励结构主动干预产业的行为,
也是提升财税收入、争取项目资源、获取政绩的动

力[16]。尽管地方政府有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与自主

性,但各地推动产业化的水平差异悬殊,根本原因在

于地方政府角色的分野:积极创新的引领型政府与

保守稳妥的自发型政府,在产业战略、行动积极性、
创新能力及政策利用等方面存在差异[17]。精准扶

贫阶段,产业扶贫虽为重要手段,却受项目制与科层

制双重约束,导致结果出现系统性偏差[18];而地方

政府产业经营失败未引发政治风险,关键在于其通

过与农户分配“项目控制权-经营自主权”,以更收

敛的干预形成风险分担机制[19]。总体而言,地方政

府在产业发展中扮演积极且高度介入的角色,但其

干预效果常不及预期。
政府“有形之手”并非直接促成产业发展,其与

地方社会基础的契合程度才是产业成败的关键。波

兰尼[20]的“嵌入性”理论强调,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

系结构之中;White[21]则认为,市场是企业及其他行

动主体构成的自我再生产型社会结构,这些主体通

过观察彼此行为逐步确立自身角色。乡村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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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建构性,为“政府—市场”关系之外提供了新

分析视角———从社会基础出发可重新理解地方产业

的兴衰。正如有学者指出,乡村现代产业发展需顺

应自身规律,核心是对接并嵌入当地现代社会结构,
其成败取决于乡村社会结构微观层面能否实现农民

现代化[22]。焦长权等[23]分析“晋江模式”时,便肯

定了宗族文化、社会伦理与熟人关系对地域经济的

推动作用,而这些基于家族、邻里组织的熟人关系网

络及其文化伦理规范,正是通常所说的乡村社会基

础[24]。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后东部乡村工业的显著发

展,根植于深嵌传统社会结构与规范的社会组织载

体。付伟[25]发现,特色产业生产组织的顺利运转,
依赖于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与交往形态,这解决了

其经营组织困境。内生型产业凭借本土廉价劳动

力、稳定用工关系、灵活用工制度及村内产业分工集

聚四重机制,深度嵌入乡村社会[26]。村社集体在乡

村产业发展中主体性较强,能依据组织资源与社情

民意优化产业结构[27]。这种乡村新内源性发展,本
质上是村社集体作为产业转型核心主体,应对外源

性压力与内生挑战时展开的适应性调适过程[28]
 

。
总体而言,上述两种视角分别从“政府”和“社

会”维度解释乡村产业发展。但乡村产业发展作为

乡村经济的重要变量,既受当地政治社会结构影响,
也对地方社会与治理结构产生深远作用。有学者已

关注到农村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再组织

化效应[29]。事实上,地方产业的经济驱动正是乡村

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甚至可能决定性地塑造当地

社会结构与形态。然而既有研究存在局限:或对产

业发展的社会结果做全景勾勒却缺乏微观机制分

析,或把社会变迁结果作为探讨其他乡村现象的前

提,鲜少关注社会变迁的发生逻辑,尤其忽视地方产

业发展塑造地方社会的内在机制。为此,本文以东

部地区一个典型内生型乡镇特色产业为案例,通过

深度剖析其发展历程与地方社会形态,厘清产业发

展对当地社会的影响与塑造路径,深入探究其社会

效应的多维内在机制。

二、研究方法与案例呈现

(一)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是一种经典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注
重回答“如何”和“为什么”的问题,强调结合现象所

处的现实情境进行丰富描述[30]。该方法能够较好

地归纳现象特征、挖掘现象背后的潜在规律并提炼

理论逻辑[31]。其目标并非叙事,而是产出诸如解释

(原因)、理解(特征)或规范(原则)层面的知识[32]。
在殷(Yin)看来,案例研究更适用于三种情形:一是

研究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二是研究者几乎无法控

制研究对象;三是研究重点聚焦当前现实现象[33]。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

通过深入剖析典型案例,厘清“是什么”的问题,如地

方产业发展的演进历程与形态结构、地方社会的形

态与结构;二是进一步解答
 

“为什么”的问题,即地

方产业发展如何影响和塑造地方社会,其内在机制

是什么。围绕经济发展的社会效应,宏观层面已有

不少成果与判断;而案例研究可通过深度呈现具体

实践,厘清更具体、细微且隐秘的机制。
(二)案例呈现:山下湖镇的内生型产业发展

  山下湖镇是浙江省诸暨市内面积较小的乡镇,
却是全国知名的淡水珍珠全产业链特色镇———集养

殖、加工、销售于一体,年产值约400亿元。该镇淡

水珍珠年产量占全国80%以上、全球70%左右,拥
有各类珍珠市场主体9000余家及国内最大珍珠交

易市场“华东珠宝城”,被誉为“中国珍珠之都”。笔

者于2023年7月5日至25日在山下湖镇开展了为

期20天的深度田野调研。调研以半结构式访谈为

主要方式,聚焦当地分管产业副镇长、珍珠产业村村

干部、养殖户、产业工人、小作坊主、销售摊主,以及

强村公司、直播电商公司等产业相关主体,完成深度

个案访谈,全面收集了淡水珍珠产业一手材料。
山下湖镇的珍珠产业肇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长乐村的珍珠养殖,之后逐步延伸至全镇,最终形成

多数家庭参与淡水珍珠养殖的产业格局。随着珍珠

养殖规模的扩大,当地的珍珠交易、加工等后续产业

链环节逐步完善,配套交易市场也经历多次场地升

级。珍珠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以珍珠养殖为中心,
产业链短、规模较小,但参与的当地居民数量多。然

而,由于珍珠养殖存在养殖与市场双重风险,绝大多

数小规模家庭养殖户逐步退出养殖环节,仅剩较大

规模的养殖户或专业养殖公司。同时,珍珠产业的

发展使整个产业链不断延长,加工、深加工、销售等

中间环节持续壮大,市场交易规模也不断扩大。珍

珠的产品形态也从“原珠”拓展到珍珠项链、首饰加

工、工艺品以及珍珠药用、美容、保健品等多种类型。
总体而言,山下湖镇珍珠产业已形成了相对分明的

养殖、加工、销售三大环节。
首先,养殖环节是技术门槛高且资金投入大的

产业链环节。珍珠养殖需依托种植珍珠技术、爱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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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术等市场适配性技术,这些技术对潜在从业者

构成一定门槛。无论是山下湖镇本地养殖区域,还
是珍珠企业的外地养殖基地,具体养殖工作均由本

地人负责。同时,该环节资金需求较大:一方面,当
前养殖规模下,种苗采购与日常养护成本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市场波动风险难以把控,往往需要延长养

殖周期以规避风险。从用工来看,养殖环节劳动密

集属性较弱,仅在种苗投放等特定阶段需集中雇佣

熟练劳动力,本地村庄60岁以上老年人常被吸纳至

这类弹性岗位。
其次,生产加工环节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环

节。该环节涵盖珍珠收购后的漂白、打孔、镶嵌、穿
孔等工序,技术壁垒较低,主要依赖劳动力密集投

入。由于生产加工环节具备开放性与可拆解性,资
金和劳动力投入较为灵活———既有夫妻经营的家庭

作坊,也有大规模雇工的专业加工企业。本地多数

劳动力在此环节就业,珍珠产业旺季时,还会吸引山

东等地的外来劳动力流入。相较于养殖环节,生产

加工环节资金投入较少,利润水平偏低,但承担的风

险也相应更低。
最后,销售环节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链环节。历

经数代交易市场演进,山下湖镇华东珠宝城已发展

为全球最大淡水珍珠交易中心,其场地租金、库存备

货等均需大规模资金投入。尤其直播电商等新兴模

式兴起后,珍珠消费群体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年

轻消费者占比上升,线上直播成为核心购买渠道,这
使得流量购置成本与库存成本持续走高。而直播带

货的高周转率与高退货率特性,进一步抬高了销售

环节的资本壁垒,形成头部企业主导的竞争格局,中
小主体普遍面临参与难题。

总体而言,山下湖镇珍珠产业历经数十年发展,
从萌芽走向成熟壮大,已成为该镇乃至整个诸暨市

的重点产业之一,对当地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内生型产业发展塑造地方社会的
机制与路径

  要理解山下湖镇的地方社会结构与发展轨迹,
珍珠产业是关键分析维度。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兴起以来,这一淡水珍珠产业已深度重构当地经济

结构与职业体系,更让当地市场与社会形成紧密的

互构关系———市场的机会结构塑造社会结构,而当

地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网络)又深刻影响产业利润

分配。
从产业特性来看,本地珍珠产业呈现“非集聚”

的“分散化”特征,整个生产加工环节具备可分解、可
拆解的属性,产业开放度极高。这种中间加工环节

的“分解性”,全方位吸纳了地方劳动力,进而塑造了

当地的家计模式:分散化的产业市场机会,让本地人

能轻易进入产业链获取收益。在市场竞争与博弈

中,部分家庭和群体脱颖而出,通过小作坊、小公司、
小商铺等形式,获得超越单纯劳动力报酬的收益;而
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也能通过在相关企业、
作坊务工,或在正式工作之余打零工参与加工环节,
赚取劳动力报酬。由此,市场机制推动本地农民出

现经济层面的阶层分化:经商、创业成功的群体,家
庭资源累积速度远超其他群体,形成新的社会阶层;
其他群体则依托劳动力参与产业分工,维持生计。
从这一角度而言,“产业—社会”的互动与互构,不仅

是分析本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框架,更是理解地方社

会运行逻辑的关键视角。
(一)内生型产业发展与地方社会的总体形态

  虽然由于产业形态与特性的不同,内生型产业

所塑造的地方社会形态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仍有一

些总体性特征。概言之,内生型产业发展塑造的是

结构完整的阶层分化社会。
一方面,无论何种产业形态,当其在地方社会内

部逐步发展壮大时,都能为地方提供充足的市场机

会。这些机会能有效吸纳地方社会中的主要劳动

力,使其无需“离土离乡”即可获得市场化的就业机

会。我国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正面临“有市场经济

却缺市场机会”的困境[34]。受此影响,中青年劳动

力不得不前往市场区位优越、产业发展成熟的地区

务工,进而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
计模式[35]

 

。这种普遍家计模式带来的社会后果,是
中西部农村社会完整性被破坏———“老人、妇女、儿
童”组成的“三留守”人员成为地方人口主力,人口数

量少、结构不完整成为当地社会的总体形态。相较

而言,地方内生型产业通过就业吸纳,减少了人口外

流,甚至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流入。这使得地方社会

保持相对完整,人口结构与家庭结构健全,社会关系

与社会规范也能得到较好维系。正如山下湖镇珍珠

产业的发展,不仅让本地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还吸

引外地劳动力参与,避免了“留守”困境,维系了社会

结构的完整性。
另一方面,产业发展带来的充沛市场机会是地

方社会保持完整的前提,但市场天然存在的竞争性,
会导致不同个体的市场获利能力出现分化,进而引

发地方社会的阶层分化。在市场竞争的分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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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个体处于市场利益分配的不同层级,这带来家庭

资源积累能力的显著分化———资源积累效率的差距

不断拉大,最终催生社会阶层分化。而产业形态的

差异,往往会塑造出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有的地

方产业集聚度高,地方市场的获利空间易被高度垄

断。富裕阶层会通过居住形态区隔[36]
 

、日常生活的

区隔化[37]推动了阶层的固化与再生产。这种社会

阶层的高度分化,还会使富人阶层主导的人情规则

等,对底层阶层形成社会性价值追求与社会关系上

的双重排斥[38]。有的地方产业属于非集聚性类型,
产业获利机会高度分散,则会塑造出分化程度较低

的社会,山下湖镇的珍珠产业便属于此类。但总体

来看,地方内生型产业发展必然会带来较为显著的

地方社会阶层分化,产业形态的差异仅会影响分化

程度的高低。
(二)内生型产业发展形塑地方社会的三重机制

地方内生型产业发展何以塑造地方结构完整的

阶层分化社会,可以从个体、家庭、社会三个维度进

行剖析。
1.个体市场机会供给机制

地方内生型产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最直接的

影响是为地方社会个体提供了充足的市场机会,这
一过程深度塑造了个体的行为逻辑。在相对充沛的

市场机会结构中,个体间的竞争随之展开,而市场的

筛选机制会使个体的获利能力与获利空间出现分

化:一小部分市场博弈与竞争能力较强的个体,能够

抓住机会结构中的机遇,凭借自身能力在市场中占

据优势获利位置,例如开办各类大中小型公司;另一

部分竞争能力有限的个体,则会选择市场中风险较

低、对能力要求不高的就业机会,其收入水平持平甚

至高于外出务工收入。
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体投身产业与市场,原

本基于地缘关系的互助网络逐步瓦解,个体间的地

缘关系趋向理性化———个体的社会关系网中,基于

市场(利益)的建构性关系占比显著提升。这一变化

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本地人更注重维系和拓展建构

性关系,并依托亲缘网络、建构性关系网络等资源,
力图在市场中获取更多获利机会。这种以市场利益

为导向的关系重构,既是产业发展对社会关系的重

塑,也是个体适应市场竞争的主动选择。
2.家庭资源积累机制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更是个体社会行动的

基本单位。家庭行动逻辑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

计模式,是理解地方社会的重要维度。正如上文所

述,“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

在市场和区位处于劣势的背景下,通过家庭劳动力

的代际、区域配置,更有效地积累家庭资源,进而实

现家庭再生产目标的理性选择。家庭资源积累是家

庭实现生产与再生产目标的物质基础。在中国农民

“家”本位的行动逻辑下,家庭资源积累机制在很大

程度上塑造了地方社会的形态。地方内生型产业的

发展,让当地农民家庭拥有较强的家庭积累能力,能
够给予子代有力支持。如此一来,子代的教育、家庭

再生产以及子代家庭的市民化都能较好实现。因

而,地方社会呈现出典型的在地城镇化现象,即本地

家庭能完成较为彻底的市民化,在地方社会内部实

现从“农村”向“城市”生活方式的彻底转型。这种转

型依托内生产业带来的家庭积累能力,是家庭行动

逻辑在产业支撑下的具体体现,也进一步印证了家

庭对地方社会形态的塑造作用。
3.社会阶层分化机制

在个体与家庭层面之外,地方内生型产业发展

对社会的塑造,还体现在地方社会的阶层分化上。
产业发展与市场竞争带来的经济分化,直接导致地

方社会内部出现显著的阶层分化。需要注意的是,
广大中西部地区的社会虽因中青年劳动力参与全国

劳动力市场产生了经济分化,但由于中青年劳动力

长期不在农村,这种经济分化并未转化为显著的社

会效应。而地方内生型产业的发展让地方社会结构

保持完整,经济分化所引发的社会分化———即阶层

分化的社会效应得以充分显现:同一阶层内部的相

互参照、不同阶层之间的对比与竞争等,都会对地方

社会中个体与家庭的行为逻辑产生直接影响。
总的来说,地方内生型产业的发展从个体、家庭

延伸至社会层面,通过个体市场机会供给机制、家庭

资源积累机制以及社会阶层分化机制这三重机制,
最终使地方社会形成了“结构完整的阶层分化社会”
这一基于产业和经济的总体形态。

(三)山下湖镇珍珠产业塑造地方社会的实践

路径

上文所述产业内生型发展塑造地方社会的三重

机制,可以通过山下湖镇珍珠产业的具体案例来具

体阐述。
1.充分市场竞争与个体创业意识塑造

对于山下湖镇的农民而言,他们在集体化末期

就已接触到珍珠养殖这一具有高额收益的非农生

产。分田到户后,他们较早脱离了与土地和农业生

产的绑定,投身于珍珠养殖产业相关的非农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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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农民从珍珠养殖中获得了较高的非农就业收

益,同时,这一产业也极大地激发和培养了他们的市

场经营意识与创业意识。正如当地流传的说法:“八
九十年代几乎家家户户养珍珠,挖几亩水塘就可以

养了,很多人就是因为养珍珠很早就盖起了楼房。”
随着珍珠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从养殖、加工到

销售的全产业链逐渐形成,塑造出充沛的市场机会

结构,实现了对本地劳动力全方位、全年龄段的吸

纳。少数有资金、有技术的农民进入养殖环节,大多

数本地农民则选择门槛相对较低的加工和销售环

节。除适龄劳动力外,超过60岁的本地老年人依然

能在养殖、加工等环节获得较高收益的劳动就业机

会。有当地人表示:“我们这里的老年人到破蚌厂或

者去养殖基地,随便打打零工每天都能有两三百元

的收入。”
产业的快速发展,让地方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在

传统血缘、地缘关系之外,建构性社会关系也极为发

达。本地农民借助这种建构性社会关系,拓展自身

在产业和市场中的获利可能性。有受访的村支书坦

言:“现在全市场就我一家做珍珠饰品质量鉴定的,
这个机会就是当初和朋友喝茶喝出来的。”

而且,由于珍珠产业提供了充沛的市场机会,本
地人有着极强的创业欲望和想法,并且总能积极实

践。访谈发现,当地五六十岁的中年群体普遍有过

各种形式的创业经历,有的创业成功,有的则遭遇失

败,甚至有人在多次失败后回归为普通打工者。即

便如此,本地农民依然有着强烈的创业想法,怀揣

“老板梦”,他们不断观察、发掘市场中的各种机会,
思考如何在市场中博弈、拼搏。这种对创业的执着

和对市场机会的敏锐捕捉,让当地拥有了极强的社

会活力。
2.家计模式、代际关系与家庭再生产

珍珠产业的发展在给个体带来充足的发展空间

和机遇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作为地方社会基本单

元“细胞”的家庭。珍珠产业对当地家庭的影响和塑

造大致可以从家计模式、代际关系以及家庭再生产

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珍珠产业的发展形塑了当地以“工”和

“商”为基础的家计模式。山下湖镇由于珍珠产业的

存在,市场机会十分充沛,本地家庭中各个年龄段的

劳动力都能被市场吸纳,并在市场中获得收益。由

于家庭中个体把握市场机会以及博弈能力存在差

异,少部分市场博弈的优胜者通过经商为家庭带来

了更大收益,由此形塑了“工—商”代际分工的家计

模式,即家庭中的中青年劳动力经商,老年人则做

工。这部分群体逐渐演化成为当地社会中的上层阶

层。本地大多数家庭往往两代劳动力都以“工”为
主,凭借多劳动力的较高就业收入以及较低的生活

成本,实现家庭资源的有效积累。因此,本地家庭的

家庭资源积累能力普遍较强,中年夫妻两人的年收

入20万元以上是当地的普遍情况。“我们村一般的

家庭,夫妻俩在珍珠工厂里面上班,下班了带点珍珠

回来加工,一年加起来最少也能有个20万左右的收

入,如果算上已经工作上班的子女的话那就更

多了”。
其次,家庭资源积累能力的“代际双强”塑造了

本地良性的代际关系。这种代际关系有两个显著特

点:其一,空间整全性。与“半工半耕”模式下代际间

的空间分割不同,本地不同代际之间空间临近或易

达,能够实现常态化互动,由此形成“既亲又密”的代

际关系。其二,平等性。父代并未出现依附子代或

被“代际剥削”的情况,反而因较强的家庭资源获取

与积累能力在家庭中拥有话语权,与子代保持平等

且理性的关系。这种平等关系让父代无需退出村庄

人情社会关系网络,他们能通过积极参与社会交往

获得社会性价值,正如当地人所说:“我们现在村里

面走人情我走我的,我儿子他们家另算一份。”
最后,是向上流动的发展型家庭再生产。有学

者将中国农民家庭再生产划分为导向维持型目标的

“简单再生产”和导向发展型目标的“扩大再生产”两
种模式[39]。依托珍珠产业发展,本地家庭获得较多

资源剩余,这些资源能有效转化为子代家庭的成长

与发展条件———
 

不仅实现了家庭再生产目标,更达

成了家庭向上流动与市民化的目标。因此,即便本

地年轻人婚姻负担不轻,一般家庭也能为子代提供

有力支持,承担买房、买车、彩礼等婚姻成本,助力子

代家庭完成再生产并顺利市民化。且这种市民化因

珍珠产业的存在而具有本地化特征,子代家庭自身

资源积累能力较强,无需父代家庭持续“输血”。
3.低分化、达标式竞争与社会结构扁平化

珍珠产业的发展除了对个人以及家庭等的影响

之外,对地方社会的整体性质和结构亦产生了重要

影响。地方产业的这种整体性社会影响大致可以概

括为阶层的低分化、达标式竞争以及由此形塑的扁

平化的社会结构。
显然,山下湖镇的珍珠产业是具有“非集聚”和

“分散化”特征的开放式产业,本地人都可以凭借其

家庭资源和自身能力的禀赋在市场中找到适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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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获利机会。绝大部分本地人在产业链中虽然因

“工”和“商”存在阶层分化,但阶层之间的距离并不

远,处于低分化状态。这种低分化体现在不同阶层

之间无论是居住空间还是日常生活都未出现明显

区隔。
由于当地村庄社会长期保持相对完整,地方社

会的社会规范与社会评价功能得以有效发挥,本地

农民对村庄内部的社会评价颇为看重。绝大多数村

民会积极参与村庄人情往来等社会交往,以维系在

村庄中的“面子”。不过,这种村庄“面子”存在阶层

分化特征,即村民“面子”的竞争与比较对象仅限于

同阶层的其他村民,不会跨阶层展开。因此,本地社

会阶层竞争呈现为“不低于”同阶层一般水平的“达
标式”竞争:核心是达到所在阶层的普遍标准,或是

他人认可的应有标准;若未达标,不仅会在村庄舆论

中形成负面评价,还会失去
 

“面子”。这种竞争模式

使得当地社会阶层分化程度低,竞争烈度温和,未对

不同阶层造成过重竞争负担。正如当地人所说:“现
在大家办酒主要看家庭情况,像我只要不低于我们

一般家庭的标准就行,那些家里更有钱的老板有的

标准高得很,桌上放的都是五粮液,这哪能比。”
阶层低分化与阶层内部的达标式竞争,共同构

成了当地相对扁平化的社会结构。更关键的是,基
于“商”与“工”的阶层分化并非完全固化,而是会随

珍珠市场波动自然流动。即市场行情低迷时,高阶

层可能因经商失败跌落;市场行情向好时,低阶层也

可能抓住机遇实现阶层跃迁。这种阶层流动性,正
是阶层低分化及扁平化地方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

综上可见,山下湖镇珍珠产业的发展从个体、家
庭到社会三个层面对地方社会的基本单元与深层结

构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最终塑造出当地“结构完整的

低度阶层分化”社会形态。

四、结 语

  既有研究聚焦地方政府在产业中的角色及市场

行为的社会建构,却因经济影响的长期性与隐蔽性,
忽略了内生型产业对东部发达地区社会形态的形塑

机制探讨,而这恰是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动力的

关键命题。本文通过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珍珠产

业与社会的深度案例分析,具体探讨地方内生型产

业发展对地方社会的塑造路径,厘清地方产业发展

的社会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概言之,内生型地方产业的长期发展,通过个体

市场机会供给、家庭资源积累以及社会阶层分化三

重机制的综合作用,塑造了结构完整的阶层分化社

会。具体而言,此类产业提供了充沛的市场机会,吸
纳大量劳动力参与产业活动与市场竞争。个体资源

禀赋和能力的差异,导致市场参与者在竞争过程中

自然分化:竞争力较强的个体获得高额收益,而竞争

力较弱个体亦能通过劳动力实现价值转化。地方产

业由此决定了本地家庭的家计模式,并通过显著增

强家庭剩余资源的积累能力,重塑家庭内部的代际

关系与再生产模式。而个体及家庭层面的经济分

化,最终驱动了地方社会的阶层分化。值得注意的

是,产业形态和产业性质的差异会导致产业发展对

地方社会的塑造效果各异,阶层分化程度亦随之不

同。正如山下湖镇的案例所呈现的,珍珠产业的“非
集聚”“分散化”特征,使其塑造的社会呈现“低度阶

层分化”形态。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变迁,凸显了经

济与产业因素的关键驱动作用。本研究作为一项探

索性研究,旨在为理解地方社会变迁及产业与社会

关系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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